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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生态语言学批评看迟子建的
《额尔古纳河右岸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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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 要: 论文从生态语言学批评角度对迟子建的《额尔古纳河右岸》进行系统考察，具体分析

了该作品中旨在加强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 “生态命名”、恢复人与自然连续性的“生态语法”、建立

人与自然平等对话关系的“生态叙事”、促进生物多样性与语言多样性的濒危语言拯救的诸种表现和

可能。生态语言学批评是生态语言学研究的两大基本范式之一，其批评对象主要集中在一般语言系统

和非文学性话语文本，对《额尔古纳河右岸》进行生态语言学批评，既可拓展生态语言学批评的应

用范围，也可拓展《额尔古纳河右岸》的批评路径，可以更好地理解这部作品的生态语言和生态

精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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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中国当代作家中，迟子建是具有比较突出

的生态精神和生态语言意识的作家。其长篇小说

《额尔古纳河右岸》充分体现了这一特点。该小说

以一位年届九旬的、鄂温克族最后一位女酋长的

口吻，讲述了我国东北地区少数民族鄂温克族近

百年的沧桑历史和生存现状。从生态批评角度对

《额尔古纳河右岸》进行研究的不少，但从生态语

言学批评角度对其进行专门考察的不多。“生态语

言学批评”是生态语言学研究的两大基本范式之

一。它是从生态语言学角度对 “语言系统”和

“语言运用”进行批评分析，指出其中的“生态”

或“非生态”因素，以促进语言结构和语言运用

的生态化，从而达到促进生态环境问题的解决或

改善的目的。以往的生态语言学批评多以普通语

言系统和非文学性话语文本为批评对象，但由于

生态语言学研究与批评的“跨学科”甚至“超学

科”性质，使其完全可以运用到对文学文本的批

评分析之中。因此我们这里试从生态命名、生态

句法、生态叙事等方面对《额尔古纳河右岸》进

行生态语言学批评，以期更好地理解这部作品的

生态语言和生态精神。

一、迟子建作品中的生态
意识和生态语言

《额尔古纳河右岸》于 2008 年获得茅盾文

学奖。迟子建在颁奖大会上发表获奖感言时说:

“这个时刻，这个夜晚会留在我的记忆当中。因

为我觉得跟我一起来到这个颁奖台的不仅仅是

我，还有我的故乡，有森林、河流、清风、明

月，是那一片土地给我的文学世界注入了生机与

活力。”①在谈论这部作品的创作过程时又说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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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没有大自然的滋养，没有我的故乡，也就不会

有我的文学。”“有了故土，如同树有了根; 而有

了大自然，这树就会发芽了。只要你用心耕耘，

生机一定会出现在眼前。如果没有对大自然深深

的依恋，我也就不会对行将退出山林的鄂温克这

支部落有特别的同情，也不可能写出《额尔古纳

河右岸》。对我而言，故乡和大自然是我文学世

界的太阳和月亮，它们照亮和温暖了我的写作和

生活。”① 由此可以看出，故乡、土地、大自然

对于迟子建创作的意义，亦可以看出迟子建作

品所具有的人与自然亲密相依的关系。

但作者之所以能够创出作 《额尔古纳河右

岸》，不仅因为她对大自然的依恋，更不是因为

现实世界中人与自然亲密和谐的关系，而且出

于作者对大自然被破坏、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

共生关系被破坏的忧愤和不满。迟子建在谈论

《额尔古纳河右岸》的创作历程时说: “那片被

世人称为 ‘绿色宝库’的土地在没有被开发

前，森林是茂密的，动物是繁多的。”但始于上

个世纪 60 年代的大规模、持续不断的 “开发和

某些不负责任的挥霍行径，使那片原始森林出

现了苍老、退化的迹象。沙尘暴像幽灵一样闪

现在新世纪的曙光中。稀疏的林木和锐减的动

物，终于使我们觉醒了: 我们对大自然索取得

太多了!”但作者也并非一味地反对工业文明，

反对开发。她说: “其实开发是没有过错的，上

帝把人抛在凡尘，不就是让他们从大自然中寻

找生存的答案吗? 问题是，上帝让我们寻求的

是和谐生存，而不是攫取式的破坏性的生

存。”② 由此可以看出，作者对当今由于人类过

度开发造成的生态环境危机是有清醒认识的，

她的创作是具有一种自觉的生态保护意识的。

迟子建作品不仅具有自觉的生态意识，其作

品的语言也具有突出的生态特征，可以说是一种

比较典型的“生态语言”。对于什么是“生态语

言”，我们可以从生态语言学的角度做一下大致

的界定。从最基本的意义上说，生态语言是人在

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的基础上生成地体现了一种

全息性关系③和生态意识、生态观念，或有利于

表现或促进人的生态意识、生态观念的语言。

那么，什么样的意识、观念才称得上是生

态意识、生态观念呢? 我们知道，“生态学 ( e-

cology) 的前缀 eco － 是从古希腊词 ‘oikos’

( 家或栖居之地) 发展而来的”， “生态学”的

原义是“房屋，栖居地，住所”。④ 对于现代科

学意义上的 “生态学”，海克尔则把它界定为

“关于自然的经济的知识”， “是研究生命有机

体与有机环境和无机环境之间复杂的相互关系

的科学”。⑤ 综合生态学在古希腊语中的原义和

海克尔对生态学的界定，可以说 “生态”这一

概念包含三个关键义项: 那就是 “家园” “生

命”与 “相互关系”。并且人们在强调生态的

“关系”含义时，总是把它与反对主客二分、

反对人类中心主义相联系。在这三个关键义项

中，如果说“生命”是生态概念的灵魂， “家

园”是生态概念的基底， “相互关系”则可以

看作使生态概念各义素相互贯通、相互渗透的

血脉，三者相互依存、共同构成生态概念的意

义整体。如果说一个人是具有生态观念、生态

意识的，就意味着他是关心栖居家园的，关心

生命存在的，强调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共生关

系而反对主客分离、人类中心主义的。⑥ 根据

这一界定，所谓生态语言，也可以说是在人与

自然环境相互作用的基础上生成的、关心生命

存在、关心栖居家园，强调人与自然之间的和

谐共生关系而反对主客分离、反对人类中心主

义的“全息性”语言。如果我们按以上标准来

判断一部作品是否具有生态意识，一部作品的

语言是不是生态语言，我们通过考察可以肯定

地说，迟子建的《额尔古纳河右岸》是具有自

觉的生态意识的，这部作品的语言也是一种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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较典型的 “生态语言”。而要想更深入地理解

这部作品语言的生态性，还需要从生态语言学

批评角度进行一些具体分析才行。

二、生态命名: 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

《额尔古纳河右岸》语言的生态性首先表现

在大量使用体现出人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关系的

自然词汇上。大量的自然词汇的使用标志着该作

品的语言是从自然中生长出来的有根的语言，它

体现出人与自然相互作用、相互融合的程度。迟

子建在谈论《额尔古纳河右岸》的创作过程时曾

经说: 一部作品的诞生，就像一棵树的生长一

样。《额尔古纳河右岸》这棵“树”就是在“那

片春天时会因解冻而变得泥泞、夏天时绿树成

荫、秋天时堆积着缤纷落叶、冬天时白雪茫茫的

土地”上生长起来的。 ( 《额尔古纳河右岸·从

山峦到海洋》) 迟子建把《额尔古纳河右岸》比

喻成一棵“树”，把故乡、土地、大自然比喻成

树的“根”，清楚地表明《额尔古纳河右岸》就

是在与自然的相互作用中生长起来的。

我们知道，文学作品不能凭空存在，文学

作品是存在于它的语言之中的。《额尔古纳河右

岸》是在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中生长起来的，

这也决定了它的语言也是在人与自然的相互作

用中生长起来的有根的语言。这种有根语言的

直接表现就是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描写动物植物、

风雨雷电、山川河流、日月星辰的自然词汇，

这些自然词汇汇聚起来讲述的不只是鄂温克族

“人”的历史，也是鄂温克族 “栖居地”的历

史，在这里活动的不只是鄂温克族的人，还有

在这片土地上生成变幻的各种自然风物，如驯

鹿、黑熊、灰鼠、山鹰、猎犬、狗鱼、明月、

清风、河流、星星、山脉、森林等等。这里的

一切自然物 ( 以及人造物) 都是像人一样具有

生命的，在这里人和自然是完全融合在一起的。

用作品中的话说: “如果把我们生活着的额尔古

纳河右岸比喻为一个顶天立地的巨人的话，那

么，那些大大小小的河流就是巨人身上纵横交

织的血管，而它的骨骼，就是由众多的山峦构

成的。”“山上的树，在我眼中就是一团连着一

团的血肉。” ( 《额尔古纳河右岸·黄昏》) 由此

可以看出，在这里，自然万物都是有生命的，

人与自然是血肉相连的。只是迟子建这里的语

言仍然具有一些 “拟人化”特征，是以一种

“拟人论”的思维来思考人与自然的连续性的。

迟子建的 《额尔古纳河右岸》大量使用自

然词汇，一方面表现在作品语言中的词汇大量指

涉自然事物上，另一方面则表现在作品经常以自

然现象给人物进行命名上。如作品中的人物妮浩

为自己的女儿取名为“交库托坎”，“交库托坎”

的意思为 “百合花”; 为自己的小儿子取名为

“耶尔尼斯涅”，意为 “黑桦树”。百合花美丽、

纯洁，黑桦树结实、健壮，可惜这些寄寓了美好

寓意的名字，并没有给这些孩子带来美好的命

运，两个孩子接连夭折。所以当作品的主人公，

也是故事的讲述者“我”给孙子起名字时，“一

想到妮浩给孩子所起的与花草树木有关的名字是

那么的脆弱”，便“索性给他起名叫九月，因为

他是九月生的”。想着“神灵能够轻易收走花草

树木，但它却是收不走月份的”。但无论是以花

草树木来命名，还是以季节月份来命名，很显然

都是以自然现象来给人物命名的。

迟子建不仅善于给作品中的人物用自然现

象、自然事物命名，而且也喜欢给没有名字的自

然事物以名字。如作品中写道: “山峦跟河流不

一样，它们多数是没有名字的，但我们还是命名

了一些山。比如我们把高耸的山叫阿拉齐山，把

裸露着白色石头的山叫作开拉气山，将雅格河与

鲁吉刁分水岭上那片长满了马尾松的山叫作央格

气。将大兴安岭北坡的那座曾发现过一具牛头的

山称作奥科里堆山。” ( 《额尔古纳河右岸·黄

昏》) 在《额尔古纳河右岸》中存在着大量类似

的给没有名字的自然事物尤其是山川、河流这些

自然地理命名的现象。不管这种命名，对于迟子

建来说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，但这种命名从

生态语言学批评的角度看，是具有重要的生态价

值的。这种“命名”的生态价值当我们联系语言

中的“无名” “抹除”现象时可以看得更清楚。

根据吉布斯对英语中的物种名称的调查，那些更

易发现或被认为对人类非常重要的物种，往往会

获得多个命名，当有些物种不易发现，或被认为

对人类来说不重要的时候，它往往无法获得命

名，出现“词语空缺”现象。① 很显然，当一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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植物由于对人类无用无法获得自身的命名而只能

归入“杂草”之类时，它们自身的价值是不会得

到承认的，人们也是很难从生态系统的角度对它

们加以保护的，生态系统的退化也就在所难免

了。因此对“自然现象的命名”是德国生态语言

学家穆尔豪斯勒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。他的课题

讨论了“通过重新命名小型有袋动物或重新引入

古老的土著名称来拯救数量不断减少的小型有袋

动物”的尝试。①

斯提布在《生态语言学》中曾经专门谈到

语言的“抹除”现象。根据他对 “抹除”的界

定，如果一种自然事物没有名字，也就意味着

它在语言中被“抹除”了，这种事物当然也是

不受重视的。斯提布明确地将 “抹除”界定为

“人们心智中对那些不重要或者不值得考虑的生

活领域的一种叙事”。② 因此，如果对一种事

物，知道它是存在的，但不给它一个名称，这

是人们对这种事物不够重视、不够尊重的结果，

就像在人际交往中，不称呼别人的名字或称谓，

用“喂”的方式与人打招呼，或用 “那个女

人” “那个男人”谈论一个人那样，都是不够

尊重对方的表现。当自然事物没有自己独特的

名字时，它也就没有自己的独特存在。无名字

是对自然事物独特存在的抹除，无法表达人与

自然之间的平等友好关系，当然也不利于人们

对这种自然事物的保护。这也是容易让自然事

物自生自灭的。《额尔古纳河右岸》中说: “那

时额尔古纳河右岸的森林，不仅有遮天蔽日的

大树，而且河流遍布。所以很多小河是没有名

字的。如今这些小河就像滑过天际的流星一样，

大部分已经消失。” ( 《额尔古纳河右岸·清

晨》) 这段话在某种程度上或许也正印证了这

种情形。

当然，有名字的河流也可能会消失，但它的

消逝是在“光亮”中的消失，容易引起人们的警

醒和注意。但那些没有名字的存在则是处于“冥

暗”或遮蔽之中的，它的消失不容易引起人们的

注意。郭象在《庄子·齐物论》注中说: “夫名

谓生于不明者也。”意思是说， “名”是从冥暗

“不明”中产生的，它因此具有使“不明”者进

入光亮的“明”的作用，具有使不存在者存在的

“显迹赋形”的作用。而海德格尔一再强调语言

的光照性、澄明性，认为 “命名”是一种 “让

显现”，“让到场”，也正与此相通。海德格尔说:

“唯语言才使存在者作为存在者进入敞开领域之

中。在没有语言的地方，便没有存在者的任何敞

开性。”“由于语言首度命名存在者，这种命名才

把存在者带向词语而显现出来。”③ 海德格尔又

说，“语言的使命是在作品中揭示和保存存在者

之为存在者”。诗的本质是一种创建性 “命

名”。④ 在海德格尔那里，并非分行排列的语言

作品才是诗，一切艺术本质上都是诗，当然小说

本质上也是诗，它也是对存在的创建性命名。而

命名对于自然的存在具有本质性的意义，它可以

使自然存在者的存在得到“显现”和“保存”。

而斯提布的生态语言学批评也正从 “凸

现”的角度谈到 “命名”的重要性。在他看

来，“一般化的表达”可以通过结构化实现对

表达对象的 “同质化”，而 “反对一般化的极

致就是命名———通过名字表现个别化。”通过个

性化的命名，“个体被表达为独一无二且不可替

换的，同质化则与之相反，个体只是更大组织

或群体的不可区分的一部分”。⑤ 斯提布的这种

思想受到查尔斯 ·爱森斯坦关于 “同质化”与

“个性化”问题看法的影响。爱森斯坦认为，

除非我们开始看到物体和生命体的独特性和价

值，我们不会关心他们，并会最终摧毁他们，

并提出应用 “神圣”一词来描述 “独特事情”

的价值。在他看来，“神圣的物体或存在是特别

的、独特的。因此是无价的，不可替换的”。斯

提布由此认为: 增加个体的人、动物、植物、

森林或河流凸显性的语言，有助于抵抗同质化

的倾向。用爱森斯坦的话说，其可以构建一种

“神圣性”的感觉。⑥ 而命名正是这样一种抵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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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质化、增强事物个体性和独特性也是增强其

神圣性的手段。而迟子建的作品中的那些个性

化命名，同样使命名的事物最大程度地凸现，

并使人与自然获得了一种深层次的交融。如在

《额尔古纳河右岸》中，作品中的 “我”，也是

故事的讲述者为自家的爱犬取名 “伊兰”，作

品中的人物达西为捉来的山鹰取名为 “奥木

列”，拉吉米为刚出生的雪白的驯鹿仔取名为

“木库莲”都发挥了这种个别化、独特化和神

圣化的功能。由此来看， 《额尔古纳河右岸》

中的自然命名，是具有重要的生态文化价值的。

但这里一个有趣且发人深思的现象是，《额

尔古纳河右岸》故事的讲述者“我”，命名了许

多没有名字的山川河流，也提到了书中出现的其

他所有人的名字，但却唯独没有留下自己的名

字。她说: “我讲了一天的故事，累了。我没有

告诉你们我的名字，因为我不想留下名字了。我

已经嘱咐了安草儿，阿帖走的时候，一定不要埋

在土里，要葬在树上，葬在风中。只是如今选择

四棵相对着的大树不那么容易了。” “阿帖”的

意思就是汉语中的“奶奶”。一个热衷命名自然

事物的人却成了“无名者”，让自己留在没有名

字的领域，这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寓意呢? 如果

说命名是个别化，是一种照亮和突显，那叙述者

对自我的无名化，是不是也正代表了作者对自我

的一种有意识地 “抹除”? 这种有意识地抹除，

是不是正标明了一种人类自我有意后退的立场

呢? 如果这样来看，《额尔古纳河右岸》讲述者

的“无名化”也是具有深刻意味的，它可以让人

更好地退回到或保留在自然之中，达到人与自然

的更深层次的一体交融。

三、生态语法: 人与自然的连续性

迟子建作品语言的生态性，不仅表现在大量

运用自然词汇、自然命名上，而且也体现在使用

生态语法中。应该说，生态语法的类型是不固定

的，它在不同作品中有不同的表现。但生态语法

从精神内涵上来说，又是具有某种共同的标准

的。大致说来，生态语法应该是那种体现了生态

观念，或有利于表现生态观念、生态世界整体或

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共生关系的语法，而不是那

种把人与自然割裂开来的二元论的、人类中心主

义的语法。反之，则应该被视作“非生态语法”。

关于英语中的非生态语法，生态语言学批评的开

创者韩礼德有过富有启发性的批评分析。根据韩

礼德的观点: 英语语法的非生态性主要表现在它

对人类与其他非人类存在者加以区分、打破人与

自然之间的连续性上。首先一个区分就是人类施

事者与非人类施事者之间的区分。

韩礼德指出，在这种语法中，人类处在施事

极的主动的顶峰，而其他没有生命的物体则被放

置在另一端。这些事物只能被施加行为而不能施

为，并且他们一直待在那里直到被打扰。只有在

灾难性的语境中，没有生命的事物才被比喻性地

界定为施事格，它们才有可能变成某个摧毁性的

物质过程作为“亚类”的行为者。例如，地震摧

毁了城市，大火损坏了屋顶，一个树枝倒在了车

上等等。英语语法不把没有生命的物体呈现为行

为者，当然也不把它呈现为进行中的构成性或保

存性的过程。因此，这种语言环境中的人们会认

为“各种事情正是森林做的”之类的表达是有问

题的。因为“在英语中，当我谈到一种无生命的

事物时我说‘它在干什么?’意味着‘它为什么

在那里? ———把它拿开。’因此‘森林正在干什

么?’意味着把它清除掉。而不是期待这样的回

答: 它在贮存水分，它在净化或湿润空气，它在

防止洪水”等等。“这种语言使我们很难具有严

肃的把无生命的自然看成是事件的主动参与者的

观点。”① 而造成这种现象的一个根本原因正是

对人类与非人类存在者在语法中进行尖锐的二元

区分。这种区分不仅表现在对施事者与非施事者

之间，也表现在对有意识的与无意识的、能感知

的与不能感知的、能理解的与不能理解的等等存

在者之间进行区分。韩礼德指出，“这种对现象

进行二分的理论在历史的某个阶段上对于我们的

生存是明显重要的，但它现在正走向尽头。因为

它在‘我们’与其余生物之间强加了一种严格的

非连续性”。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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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韩礼德所说的这种英语普通语法中的种种

二元区分，其实在文学语言中是经常会被打破

的。在迟子建的《额尔古纳河右岸》中，我们更

会发现打破这种区分的诸多例证。如果说这种区

分的语法是一种 “非生态语法”的话，那么

《额尔古纳河右岸》中打破这种区分的语法，则

可以说是一种“生态语法”了。因为在这里，万

物都是有灵的，一切事物似乎都具有与人同等的

主体性、主动性，都具有感受力、理解力，它们

可以听懂人类的语言，也是完全可以作为施事者

发起活动的。如小说中写道: “如果雨和火这对

冤家听厌了我上午的唠叨，就让安草儿拿进希楞

柱的桦皮篓里的东西来听吧，我想它们被遗落下

来，一定有什么事情要做的。那么就让狍皮袜

子、花手帕、小酒壶、鹿骨项链和鹿铃来接着听

这个故事吧!” ( 《额尔古纳河右岸·清晨》)

在《额尔古纳河右岸》中，非人格事物是

可以像人一样做施事者的， “雨雪”可以把人

看老， “镜子”也是可以看山、看树、看云、

看人的。不仅“雨和火”那些自然现象可以听

懂人的故事，那各种人造的物件，也都能够听

懂人的故事，并且它们还 “一定有什么事情要

做”的。在通常的语法中，非人类存在者，尤

其是无生命的存在者，是不具有施为能力的。

但在《额尔古纳河右岸》中，不仅风雨雷电等

自然力量、自然事物可以作为施事者，连 “狍

皮袜子、花手帕”这些看起来没有生命的存在

物也是可以做施事者的。让非人类存在者、非

意识、非生命存在者担当施事者的角色，不仅

可以打破语法中的人类中心主义和二元对立区

分，而且这种主动化的施事者的角色，还可以

增强对非人类存在者本身的凸显。

斯提布在 《生态语言学》中说: 在个性化

和个别化之外，通过对从句中的参与者的 “前

景化”也可以增强存在者的凸显，并且根据

Van Leeuwen 的描述，说明了 “人们 ( 或者其

他物种的成员) 是如何通过主动化而在语言中

前景化的”。Van Leeuwen 认为，在活动中，当

社会角色被表示为主动的、动态的力量时，就

是主动化; 而当他们被表示为 “承受”某个活

动或者“居于接受终端”时，则是被动化。主

动化可以通过如下方式被实现: 如在及物性结

构中，社会角色被编码为物质过程中的行动者，

行为过程中的行为者，精神过程中的感知者，

语言过程中的讲话者，或者是关联过程中的指

派者等等。而当一种社会角色被主动化后，他

也就被最清晰地前景化了。① 实际上，不仅人

类社会中的角色可以通过在活动中的主动化而

被前景化、被突显，其他物种角色也是如此。

“当参与者被表示为做、思考、感触或说某些

事，而不是被做的时候，其就被主动化了”。②

而迟子建小说中描写到的各种自然事物、自然

现象，甚至人造物件，都往往通过这种主动化

而被前景化、被突显出来了。这种 “主动化”

因此也是一种 “生态语法”，具有重要的生态

文化意义，它凸现了自然的主体地位，加强了

人与自然之间的连续性，创造了一种人与自然

连续一体、和谐共生的“生态共同体”话语。

四、生态叙事: 人与自然之间的
平等对话

我们知道，生态文化的核心目标就是重建

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共生关系，要想重建这种

关系，就要重建人与自然之间的对话、交流与

联系，而要做到这一点，就不能不首先面对一

系列的语言问题: 诸如自然具有与人交流的能

力吗? 或者说其他动物或人类之外的自然有语

言吗? 如果语言只是人类的语言，语言与自然、

环境或世界之间又是什么关系，人类能够通过

语言指称或达到自然世界吗? 等等。这些问题

是生态文学、生态文化研究面对的问题，也是

具有生态语言意识的作家要面对的问题。而迟

子建也正是这样一位具有自觉的生态语言意识

的作家，她通过自己的作品思考并回答了这一

问题，打破了人类中心主义的独白语言观，并

用一种对话体的生态叙事具体展现了人与自然

之间的平等对话关系。她说:

我相信动物与植物之间也有语言的交流，

只不过人类生就的“智慧”与这种充满灵性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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语言有着天然的隔膜，因而无法破译。鱼也会

弹琴，它们把水底的卵石作为琴键，用尾巴轻

轻地敲击着，水面泛开的涟漪就是那乐声的折

射。我想它们也有记录自己语言的方式，也许

鸟儿将它们的话语印在了树皮上，不然那上面

何至于有斑斑驳驳的沧桑的印痕? 也许岩石上

的苔藓就是鹿刻在上面的语言，而被海浪冲刷

到岸边的五彩贝壳是鱼希望能到岸上来的语言

表达方式。①

但遗憾的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听懂自然

的语言。所以迟子建又说: “对于这样一些隐秘

的、生动的、遥远的、亲切而又陌生、糊涂而

又清晰、苍凉而又青春的语言，我们究竟能感

知多少呢? ”② 但无论如何，迟子建强调自然也

是有语言的，并且自然也是能够听懂人类的语

言的。即自然有语言，并能听懂人的语言，迟

子建才主张人与自然要进行对话交流的。她说:

人类把语言最终变成纸张上的文字，本身就是

一个冒险的不负责任的举动，因为纸会衰朽，

它承受不了风雨雷电的袭击。如果人类有一天

真的消亡了，这样的文字又怎会流传下去呢?

所以，我们应该更多地与大自然亲近，与它对

话和交流，它们也许会在我们已不在的时候，

把我们心底的话永存下来。③

迟子建这里的目的并不是要真的否定文字，

否则小说中就不会有后面 “西班造字”那样的

内容安排了，而是强调 “我们应该更多地与大

自然亲近，与它对话和交流”。作品中的 “我”

说: “我不愿意睡在看不到星星的屋子里，我这

辈子是伴着星星度过黑夜的。如果午夜梦醒时

我望见的是漆黑的屋顶，我的眼睛会瞎的。”

( 《额尔古纳河右岸·清晨》) “我郁闷了，就去

风中站上一刻，它会吹散我心底的愁云; 我心

烦了，就到河畔去听听流水的声音，它们会立

刻给我带来安宁的心境。我这一生能健康地活

到九十岁，证明我没有选错医生，我的医生就

是清风流水，日月星辰。” ( 《额尔古纳河

右岸·黄昏》) 在作者看来，大自然既是人类

栖居的家园，是人类的对话交流者，也是治疗

人类精神疾病和身体疾病的医生。这里的一切

自然现象、自然事物 ( 甚至人造物) 都是有生

命、有灵性的，会说话的，并且也是能听懂人

说话的。只是不同的事物有不同的说话方式，

人不一定都能听懂自然的语言，或者压根就不

相信自然有语言，因此也不会去倾听自然的语

言。但在作者的心目中，自然是有语言的。

按照海德格尔的观点，自然的语言是一种

“道示”的语言，是“寂静之音”。按照儒家的

观点，自然的语言也是一种 “行与示”，它既

需要 “倾听”，也需要 “观看”。艾布拉姆在

《感官的魔咒》中也指出，人类生存于其中的

自然界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暗示性踪迹，从蜿蜒

穿过大地的河流，到被雷电劈断和烧成树桩的

黑色的老榆木，这些都作为自然的 “书写”，

曾为古老的预言者所研究，远古人类也正是靠

对这些自然符号的解读才存活下来的。最初的

文字也正是在与这些自然符号相互作用的基础

上产生的。④ 而人类的先民，之所以能够在这

个世界上存活下来，靠的就是对各种自然符号、

自然语言的观察和解读能力。 《额尔古纳河右

岸》中的鄂温克族人也是把那各种各样的 “迹

象”作为“自然的语言”来看待的。如他们通

过观看灰鼠挂在树枝上的蘑菇，就可以知道将

面临着怎样一个冬天。那灰鼠挂在树枝的 “蘑

菇”，就是“自然的语言”。

这种把各种各样的 “迹象”，各种各样的

自然符号都视作语言的生态语言观，使得 《额

尔古纳河右岸》这部小说虽以 “我”的口吻讲

述，但它不是 “独语体”，而是 “对话体”小

说。并且它的对话者主要不是人而是自然。小

说开头就说: “我是雨和雪的老熟人了，我有九

十岁了。雨雪看老了我，我也把它们给看老

了。”对于讲述者来说，与她永恒相伴的是自

然，倾听她说话的也是自然。作品中说: “我是

个不擅长说故事的女人，但在这个时刻，听着

刷刷的雨声，看着跳动的火光，我特别想跟谁

说说话。达吉亚娜走了，西班走了，柳莎和玛

克辛姆也走了，我的故事说给谁听呢? 安草儿

自己不爱说话，也不爱听别人说话。那么就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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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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迟子建: 《假如鱼也生有翅膀》，《知识之窗》2013 年第 10 期。
迟子建: 《假如鱼也生有翅膀》，《知识之窗》2013 年第 10 期。
迟子建: 《假如鱼也生有翅膀》，《知识之窗》2013 年第 10 期。
David Abram，The Spell of Sensuous: Perception and Language in a More － Than － Human World，New York: Vintage，1997，p． 95．



雨和火来听我的故事吧，我知道这对冤家跟人

一样，也长着耳朵呢。”由此可以看出，这部小

说，其实是在“人与自然”之间展开的一场对

话。但这里的对话者还不仅仅止于自然现象，

因为在这里 “万物有灵”，那些人造物也是可

以倾听人类的语言，可以与人进行对话的。“狍

皮袜子、花手帕、小酒壶、鹿骨项链和鹿铃”

都是可以听“我”讲这个故事的。因此，这部

小说不是独语体而是对话体小说。 “我”尽管

没有固定的对话者，可是 “我”说的话都有听

众，大量自然物都是 “我”心灵的对话者，都

能听懂“我”的话，“我”也能听懂他们的话。

而且，随处都是对话者: 一块石头、一片云彩，

都是对话者。只是对话是无声地进行的。①

而这种对话体的叙述方式，实际上也正是一

种“生态叙述”方式。当代美国生态批评家威

廉·麦克杜威尔希望用巴赫金的对话理论来分析

自然文学文本中的各种声音，为生态文学批评、

为自然文学研究奠定理论基础。因为在他看来，

“对话体”最能体现一种生态精神。麦克杜威尔

提出，根据巴赫金的看法，再现现实 ( 自然) 的

最理想形式是对话的形式，在这种对话形式中，

多种声音或观点可以相互作用。与之相反，那种

独白的形式，则鼓励单一的言说主体去压制任何

与他或她的意识形态不符的观点。以这种观点为

出发点，麦克杜威尔认为，存在于伟大的自然之

网中的所有实体，都应该得到承认并拥有自己的

声音，一种生态的文学批评就可能探讨作者是怎

样再现人类世界的声音与自然中非人类世界声音

的相互作用。由此，麦克杜威尔将巴赫金的这种

“对话理论”作为探索重建人与自然之间的一种

相互交流、相互影响的 “对话”关系的理论基

础，并以此来分析自然写作、景观文学或具有生

态取向的文本。麦克杜威尔还指出，在把巴赫金

的对话理论运用于景观文学分析时，也会遇到一

些问题。一个最明显的问题是，至少从字面上

看，树木、石头、河流是不会讲话的，更谈不上

书写、发表对我们谈论他们的许多事情的反应

了。文学的每一个试图倾听自然的声音或阅读自

然之书的努力，都不可避免地具有人类中心主义

的特征。尽管存在着这些问题，在景观文学中运

用对话模式，却可以敞开一个文本，使得在景观

的所有构成要素 ( 包括人) 中，进行生态关系的

分析成为可能。② 透过麦克杜威尔的这种生态对

话理论来看《额尔古纳河右岸》的对话体叙事，

可以更深入理解其中所包含的生态意识。在这

里，各种自然事物都是与人平等的对话者、言说

者，也正体现出一种复杂的相互作用的关系。

■责任编辑 /林 丽

An ecolinguistic criticism of Chi Zijian's Ｒight Bank of the Erguna Ｒiver

ZHAO Kui-ying
( Nanjing University，Nanjing 210039，China)

Abstract: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linguistical criticism，this paper gives an incisive analysis of Chi Zijian's Ｒight Bank of the
Erguna Ｒiver，and focuses on the expressions and possibilities of the“eco － name”，“eco － grammar”，and“eco － narrative”
in this work，which is to enhance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，maintain the continuity of human and nature，es-
tablish the equal dialogue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，and promote the biodiversity and linguistic diversity． Eco － linguistics
criticism is one of the two basic research paradigms of ecolinguistics and focuses on the general linguistic system and non － liter-
ary texts． An ecolinguistical criticism of Ｒight Bank of the Erguna Ｒiver can expand the application of ecolinguistical criticism
on the one hand and offer a new approach to the eco － implications in Ｒight Bank of the Erguna Ｒiver on the other hand．
Keywords: ecolinguistical criticism; Ｒight Bank of the Erguna Ｒiver; eco － name; eco － grammar; eco － narrative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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